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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lthy city is one of the ideal models and important development

paradigms for cities.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Healthy City Science" and

"Healthy City Planning" along with their key scientific questions. A theoretic model

named“Healthy Risk-Resource-Behavior”Spatial Intervention Ladder is developed. It

clarifies the pathways and core spatial features for integrating health factors into dif‐

ferent types of spatial plans at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A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workflow for healthy city planning, consisting of "diagnosis-formulation-assessment",

is proposed. Based on that, this paper develops a future framework for healthy city

science, which promotes the mutual enhancement of the cognition and intervention

sector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directions for advancing these two sectors. To con‐

clude, this paper call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with planning

as its core, multi-types of cutting-edge practices with health as its focus, and full-

chain education with cross-disciplinary as its orientation. A sustainable industry-

education-research system for "Healthy City Science and Planning" should be devel‐

oped, targeting a healthier future for humanity and the planet.

Keywords: healthy city;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terdisciplinary; industry-education-

research system

城乡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载体，通过复杂路径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状

况。“健康城市规划”基于减少健康风险、优化健康资源、促进健康行为等路径，

调控和塑造空间，是实现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具有在人群层面“治未

病”的重要作用[1]。城市规划发源于改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条件的需求，从空间角度提出

了对公共卫生的基本要求（日照、通风、污染点隔离等），健康城市规划是对学科和行

业的回归[2-3]。当前新的健康挑战不断涌现，肥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

病）、心理和认知疾病（例如抑郁、阿兹海默症）和新型传染性疾病等，复杂的健康问

题与快速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如何在规划设计源头进行空间调控，实现人

群身心健康干预”成为重要议题。将针对公共健康的考虑纳入规划和设计，成为“以人

为本”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重要内容[4-6]。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推进和建设“健康城市科学”，支撑健康城市规划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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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科学与规划循证实践*

王 兰

提 要 健康城市是城市的理想模型和

重要发展范式之一。界定了“健康城市

科学”和“健康城市规划”的概念及其

关键科学问题，建立了“健康风险-资

源-行为”空间干预梯度理论模型，明确

健康融入多尺度多类型空间规划的路径

与核心要点，提出“诊断—编制—评估”

的健康城市规划循证实践工作流程。在

此基础上，构建了“认知扇面“与”干

预扇面“互促提升的健康城市科学未来

框架，明确两个扇面的深化方向。最后，

提出应大力推进以规划为核心的跨学科

融合创新、以健康为焦点的多类型前沿

实践、以学科交叉为导向的全链条人才

培养；建立可持续的“健康城市科学与

规划”产学研联动体系，迈向人类和星

球更健康的未来。

关键词 健康城市；循证实践；学科交

叉；产学研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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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健康而规划。健康城市科学是以实现

对人类全生命周期的空间健康促进为研

究目标，以多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为基

础，涵盖宏观到微观多维度空间，探索

城市发展对健康和福祉的长短期影响机

制的科学。其关键科学问题是如何测度

城乡空间要素对身心健康的短期和累积

效应。我们需要在现行规划体系建构中

充分考虑健康的融入[7]；开展健康城市科

学为基础的循证实践，搭建健康城市科

学的未来发展框架。本文探讨健康融入

空间规划的路径和技术流程，明确新的

知识点和育人方式，构建“健康城市科

学与规划”产学研联动体系。

1 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健康融入空间规划体系需要明确空

间干预健康的机制，即规划通过调控什

么空间要素并基于什么路径影响身心健

康，也是健康城市科学的核心。已有一

些理论模型[8-10]将空间要素与健康联系起

来，例如环境健康彩虹机制图、城市和

交通规划对健康福祉的影响路径图、建

成环境与慢性病的因果关系图等，但这

些理论模型未能紧密衔接空间规划指标，

难以指导健康融入空间规划体系。针对

这一问题，笔者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

度学术著作《品质规划（2016年）》《国

家健康城市蓝皮书（2019年）》中提出

了空间规划影响健康的“四要素三路径”

理论模型 [1,11]。在该模型中，规划可调控

的四类空间要素为土地使用、空间形态、

道路交通、绿地和公共开放空间。相关

实证研究可测度这些要素的具体规划指

标，明确其显著性和阈值。三种路径包

括减少污染源及其人体暴露风险（健康

风险）、提供可获得的健康设施（健康资

源） 和促进体力活动和交往 （健康行

为）。该理论模型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联合国人居署 （UN Habitat）
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健康城市与区域

规划指南 （Integrating Health in Urban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A Source⁃
book）》 [12]并作为其核心理论依据，同

时被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环境合作中

心主任Hugh Barton教授（“环境健康彩

虹机制图”提出者）在其最新著作《塑

造邻里：促进当地健康和全球可持续发

展 （Shaping Neighbourhoods for Local
Health and Global Sustainability）》（第三

版）中引用[13]。
本文进一步优化提出“健康风险-资

源-行为”空间干预梯度模型，建构三个

路径的进阶关系：从基线控制（健康风

险）、支撑保障（健康资源）到干预促进

（健康行为）见图 1。基线控制的健康风

险包含了外界病源和人体暴露情况（ex⁃
posure），规划可在功能布局、选址和道

路网络等方面着力，确保人群与各类病

源的空间距离（空气污染、噪声、病毒

等）。支撑保障的健康资源包含了120急
救站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设施

等，这些设施在空间和时间上（甚至是

经济上）的可获得性，是规划在空间布

局中可调控的关键。干预促进的健康行

为包括了体力活动、社会交往和合理膳

食等，是规划塑造高品质空间的重要效

应。该模型强调空间规划可调控城乡空

间要素，多路径梯度提升空间的健康性

能，进而促进身心健康，实现健康公平，

为多尺度、多类型的健康城市循证实践

提供了理论基础。

2 健康城市规划循证实践

在我国规划体系和设计类型中，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社

区生活圈规划、微更新设计等多尺度、

多类型规划中均可考虑健康的融入，开

展健康城市规划的循证实践。其中，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对全域全要素的开发

和保护做出的统筹安排，这是一个超越

了过去城市规划边界，纳入各类用地和

水域、城乡融合的空间规划体系。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对于健康理念融入

规划和建设提供了契机，体现在以下三

个转变：①价值导向的转变。从经济发

展到综合平衡，从关注土地到关注人，

强化了在规划中考虑人身心健康的必要

性。②规划范围从城市规划区拓展到市

域，需要考虑林地、农田等更多与健康

相关的空间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例如林

地、农田等空间要素与建设用地的相互

关系影响着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概率。

③不同类型规划和治理内容的整合，可

促进健康相关的多个体系的相互融合。

这些转变支撑了健康城乡的建设。同时，

中微观尺度的规划设计也为健康空间营

造提供了广阔的循证实践应用场景。

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强调采用研究结果、实践经验和居民偏

好等多类型证据来支撑实践[14]。健康城

市规划的循证实践是在理解建成环境如

何影响健康的复杂机理基础上，明确显

著影响健康的核心规划原则和指标参数，

为规划设计实践提供基础和引导。面向

循证实践的健康城市研究需要弥合学术

研究与规划实践之间的差距[15]。
健康城市规划循证实践的技术流程

可包含现状诊断、方案编制和方案评估，

在规划设计的全流程纳入健康理念，将

空间健康干预在多个空间尺度予以实现

（图2）。根据理论模型，现状诊断板块可

包含健康风险、健康资源和健康行为等

分析内容。在方案编制阶段，非常有必

要基于健康城市和健康地理的相关研究

结论，对已有规划原则进行优化，也可

新增针对健康的特定规划内容。在方案

评估阶段，针对方案及其实施，建立健

康效应评估机制，作为健康城市规划的

闭环的最后一步，形成对前述两项工作

流程的反馈和优化。

具体而言，面向现状分析的健康风

险诊断旨在明确建成环境要素对健康的

图1 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healthy city planning

来源：基于《国家健康城市蓝皮书（2019年）》 [11] 优化

��/K>2

���*�@�

�������

EC�E24

4�	��/K

>���C���4�

C��U�M�E
�E��"�	��

C��U���K
��	8�+��@�

C��U3��
���**#����LMK

��
=�

��B#

��MK

�

/
K
�
�
�
6

�

C���

����

����
>�

28



健康城市科学与规划循证实践 王 兰

多种负面效应。可将公共健康的多种影

响因素及其表征数据进行系统叠加，例

如各类污染源分布风环境叠加、人群活

动集聚点与热岛情况叠加、特定疾病高

发区与社会经济健康决定因素叠加等；

精准识别规划范围内的健康风险区域，

从而确定城市发展和更新需要改善的重

点地段。健康资源诊断旨在分析现有健

康设施和服务是否在不同时间和场景下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可细化分析不同

特征人群（包括年龄、收入、居住地以

及职业特征等）的时空行为和需求，测

度其与健康资源（包括医疗资源、体育

锻炼资源等）服务范围、种类和规模的

匹配性。特别是公共健康研究表明疾病

多发于社会联系较少或处于较低社会阶

层的群体中[16]。同时应开展健康资源的

平急结合现状分析，明确特定情况下的

应急能力和转化潜力，进而判断需要平

急结合规划和设计改造的设施点。健康

行为诊断旨在明确建成环境要素对健康

的正面效应。可分析特定城市现有健康

要素对于人群健康行为的促进效果，例

如街道可步行性和骑行性的测度，以便

在规划中进行保持和优化。这三类诊断

可测度空间的健康性能，识别健康高风

险区，明确需要增补优化的健康资源，

并强化健康行为支撑环境的设计。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循证实践，需

基于空间要素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

染性疾病的干预路径，对各类空间要素

提出健康促进的编制引导要求。例如在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工作内容可结合

已有规划内容开展健康风险规避，或增

加健康应急资源的布局内容。健康风险

规避可结合生态空间布局和红线划定，

减少空间污染物、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

溢出风险等[17-19]。健康资源供给可重点

考虑 120急救设施的布局，通过空间布

局和路径优化，缩短院前急救反应时间，

达到国际标准的8 min[20]。在中微观层面

规划中，可结合社区生活圈划定公共健

康单元，集成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数

据监测、疫情处理等职能的高水平健康

支持网络[21-22]，为日常健康促进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提供重要的空间支撑

与设施保障。

在方案比选时需要考虑方案对于居

民身心健康可能存在的正面和负面两方

面效应[23]。方案健康效应评估可包括测

算或预测健康中介效益（例如体力活动

当量）或健康结果（例如期望寿命）来

支持方案的比选和优化。定性方法的评

估可基于专家打分或居民访谈；定量方

法的评估可基于实证研究的模型参数测

算得到潜在健康效应。健康效应评估在

方案实施后开展，可进行现场实地观测，

明确建设更新的健康效应，从而确认规

划设计具体做法的效果，验证方案在提

供空间健康性能方面的有效性。

3 健康城市科学未来框架：认

知—干预两个扇面

循证实践对健康城市科学的未来推

进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如何解决研

究结果提供的证据较为单一或研究结论

较难深入到能够支撑设计细节的问题[24]，
研究结果是否具有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问

题，以及单一研究结果提供的证据在多

项研究和实践中是否存在异质性问

题[24-26]。目前大量研究集中于特定空间

要素的单点突破，较难涵盖实践者所需

的多方面完整健康设计。因此，健康城

市规划的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实践对象

的背景条件、问题和特征，将空间规划

指标系统纳入分析，从认知扇面和干预

扇面分别深入推进，并在两大扇面之间

形成有效互动、互馈支持，构建认知与

实践互促提升的健康城市科学未来框架，

见图3。
认知扇面关注城市空间演进的健康

效应及其作用规律。空间影响健康存在

图2 健康城市规划循证实践技术流程：诊断—编制—评估
Fig.2 Technical process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healthy urban planning: diagnosis - preparation – evaluation

图3 健康城市科学未来框架：认知-干预两个扇面
Fig.3 Future framework for healthy city science: two sectors: cognition-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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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逻辑链条和干扰因素复杂性，因此空

间健康作用机制需要深入探究。当前实

证研究多以横截面为主，采用回归模型

和空间统计模型进行相关分析。单一空

间要素模型探究了特定空间要素对于健

康结果的影响和作用，例如绿地布局和

规模等如何影响了呼吸系统疾病。多要

素空间场景模型是在单一空间要素模型

上的整合升级，分析多个要素综合形成

的空间场景如何影响健康效应，例如公

园的场地设计特征和植被配置特征如何

促进体力活动的多样性[27-28]。然而包括

多元要素的时间演进效应有待量化，从

而进一步探究演进机制、因果路径和关

键阈值等关键认知内容。未来的研究方

向将是加入时间维度的“多要素多时空

演进模型”，强调随时间变化的各种要素

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有助于更深入地

揭示空间要素、人类行为和健康结果之

间的复杂作用机理。

干预扇面关注通过规划设计和治理

实施实现空间“治未病”的作用，包括

空间创造的硬件和空间治理的软件，是

基于认知发现的循证实践。空间创造强

调规划设计对物质空间的安排；空间治

理强调机制体制的构建和配套。现有规

划和建设重视经济和美观维度，需要通

过规划设计更大程度激发空间的健康促

进潜力。未来的研发方向将是研发多维

健康目标协同的、健康性能可量化的规

划调控方法和技术，实现人群身心健康

的提升。

4 健康城市产学研联动体系

为持续推进研究、实践与教育三方

面重点工作，有必要构建健康城市科学

的产学研联动体系（图 4）。以城乡规划

学为核心，基于医学、地理学、生物学

等跨学科融合创新，开设跨专业全链条

培养模式，培养博士生深入探究复杂机

理，培养硕士和本科生掌握并研发健康

城市规划的方法和技术。

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在当前课程中

融入跨学科的知识单元、开设新的跨学

科课程、设立跨学科双学位项目。在当

前课程中融入跨学科的知识单元较为易

行，目前同济大学已在本科生和研究生

两个阶段的理论课和设计课均增加了健

康城市相关内容。

在本科生阶段，城乡规划原理课已

加入了健康城市规划模块，介绍城乡空

间与公共健康的相关性。修建性详细规

划和城市设计课程已融入健康规划设计

的思路和主题，在设计中结合基地思考

和设计具有健康性能的空间。在本科生

毕业设计中，已持续指导学生开展健康

导向的规划研究和空间设计。在研究生

阶段，城市设计研究课已选择亲自然设

计、健康社区设计、儿童友好空间等为

主题；也结合城市发展相关理论课，增

加模块，介绍健康城市规划的研究进展

与研究方法。

通过开设新的跨学科课程可以提高

健康城市科学在跨学科知识讲授中的完

整性。目前同济大学已开设健康城市科

学的跨学科课程，邀请医学、环境、测

绘和暖通等学科的教授参与共建，并在

教学方法中引入阿里云模型等新技术，

培养学生具有跨学科的基础知识、思维

逻辑和分析方法[29]。课程目标包括：了

解健康与可持续的社区、城市和区域环

境的重要概念；理解城市系统要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和反馈途径对城市居民健康

福祉的影响，具备识别城市健康风险的

能力，掌握评估健康资源布局工具，理

解健康行为支撑环境；尝试应用所学的

交叉学科知识，通过制定规划设计策略

来解决既有的城乡人群健康问题。知识

点包括：全生命周期健康等核心概念和

术语、基因与环境交互对健康的影响机

制、建成环境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干

预方法等。

设立跨学科双学位项目将更加系统

性地培养跨学科人才。美国哈佛大学、

南加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已开设城市规划

与公共卫生的双学位项目[30]。学院内不

同学科、跨学院和跨学校三种不同的双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可系统整合学科

交叉相关的课程和研究方向，培养具备

学科交叉创新能力的人才[31]。

5 结语

健康城市规划与一般城市规划的区

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强调空间经

济性的规划可能出现建筑密度过高或绿

地率过低，学校距离高交通流量道路过

近等情况；健康城市规划强调空间的健

康性能，将控制健康风险作为底线。②
好的规划设计创造美和舒适的空间，对

健康具有促进作用，但缺乏量化表征，

难以呈现健康效果；健康城市规划致力

于显现化和量化空间的健康性能，为好

方案提供支撑。③增加了原有规划未能

考虑的新内容，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风险识别、120急救设施布局等内容。总

体而言，本质区别是健康成为重要的价

值目标。采用健康城市规划，可以在城

市更新和开发中把对空间的调整变为促

进健康的手段，在健康干预的前端提升

人群健康。

建设健康城市不仅是全球城市研究

的前沿方向，也是落实“健康中国”国

家战略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健康

与福祉”（SDG3: good health and wellbe⁃
ing）的重要载体。面对严峻的全球性健

康挑战，城乡规划是多学科、多部门协

同应对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界

图4 健康城市科学产学研联动体系
Fig.4 Sustainable and integrat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system for healthy cit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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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再次重视城市规划对于公共健康的重

要作用，但需要进一步从机制政策、研

究实践到教学育人，探索健康城市科学，

推动健康城市规划。不同空间层级和类

型的规划对健康的影响需要深化，并明

确程度和阈值，有待在机理、方法和技

术等方面创新研发。系统分析影响人类

和环境健康的城市空间要素及其作用路

径，将丰富健康城市的理念和内涵，完

善空间规划干预公共健康的理论体系，

为健康城市规划循证实践提供更坚实严

密的基础。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推进健康城市科

学研究与规划循证实践，将促进城乡规

划学科的健康导向升级和规划行业创新，

推动城镇化健康转型发展，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的建构贡献城乡空间规划视

角的落实方案。为迎接全球城市共同面

临的健康挑战贡献中国智慧，迈向人类

和星球更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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